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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国家建构视阈下云南
“民族团结誓词碑”精神分析

廖林燕

( 云南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 云南“民族团结誓词碑”，为观照中国式现代国家建构及其特色运用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誓词碑”

精神，实质上就是“一心向党、爱国奉献、团结到底、命运与共”的精神，其精神之“魂”就在于“命运共同体”

的精神。“誓词碑”精神的形成，同时贯穿了“情感塑魂”与“盟誓铸魂”双重逻辑。其中，“情感塑魂”是观礼代

表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得以建构的关键; “盟誓铸魂”则通过传统盟誓习俗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利用，由此推动了自

上而下建构起来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向云南各民族的“信仰”升华。正是在“自上而下”的认同建构与“自下而上”

的认同表达共同推动下，特别是情感型治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利用下，“誓词碑”精神对于促进命运共同

体建设、支撑现代国家建构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从中鲜活展现了基于自身国情与传统推进现代国家建构的中国特色与

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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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式现代国家建构的典型个案与分析框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这其实是着眼中国国情的自

身特色进而明确中国共产党使命担当的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内涵丰富，其中，中

国式“现代国家建构”，从国家建构的角度赋予了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逻辑维度。与西方民族国家建

构的“政权建构”单一进路不同，作为多民族构成的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实际上蕴含了 “政权建构”与

“国族建构”的双重建构逻辑。新中国成立时，建立政权 “只是完成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②，与此同时

还须面对因民族之间的异质性、社会发育的不均衡性、民族关系的复杂性、思想观念的依附性、以及边疆

地区政治地理空间的“疏离性”③等实际，从而带来如何按现代民族国家新理念建设一个强大的 “国族”
问题。国族是支撑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基石，其建设情况不仅关联着国家的疆域安全，也关联着现代国家

制度的全面构建，还关联着现代国家建设的全面展开。能否加强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与一体化程度，以支撑

现代国家建构，“是能否把国家建成真正民族国家的关键”④。相比之下，西方最早建立的民族国家，因王

朝国家时期就已长期大力推进政治整合、经济整合与文化整合，故其人口的同质性程度较高。这也由此决

定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任务与西方有显著差异。对于中国而言，在 “政权建构”的基础上，随之展开

的“国族建构”同时并存于现代国家建构历史进程中。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建构是对西方国家

建构的反思，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建构现代国家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基于这样的学术观照，云南 “民族

团结誓词碑” ( 以下简称 “誓词碑”) 恰提供一个极具典型的微观场域。透过 “誓词碑”精神的形成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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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为观照中国式现代国家双重建构提供了一个典型个案，特别是将 “国族建构”及其中国特色解决民

族问题的方式，如“情感型治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运用”等，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之间的 “结构性关联”①，最终指向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代建

构。而当时国族意识建构的重点便是边疆民族地区。受跨界民族认同的模糊性、传统地域型政治文化、民

族隔阂历史等因素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迫切任务，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铸牢

“命运共同体意识”，重点便是建立起“三大认同”: 一是在身份归属上实现 “去模糊性”，建立起深厚的

国家认同。包括现代边界意识、主权意识、国民意识、爱国情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与道路认同

等; 二是在政权取向上实现 “去地域性”，建立起坚定的中国共产党认同。包括对党的组织体系的认同与

党的政策的认同等; 三是在政治关系上实现 “去依附性”，建立起牢固的中华民族认同。包括中华文化认

同、民族平等意识、民族团结意识等。
如果说重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国家建立后反思性建构政治秩序的必然要求，那么，新中国

不仅通过法律法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新型民族政策等技术型治理予以推进，还用中国特色的方式协同

推进，如高度重视情感型治理的融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利用。而 “民族团结誓词碑”恰是中

国特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缩影。“民族团结誓词碑”，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是

首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载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

工作大事记》，对于推动新中国云南民族关系翻开历史新篇章与支撑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具有历史性的意

义。而其意义的根本，就在于以歃血为盟的民族血性铸就的 “誓词碑”精神。关于 “誓词碑”精神，尽

管也有一些研究在关注，但鲜有从 “中国式现代国家建构”这一视阈下探讨的。本文正试图从现代国家

建构这一视阈，并置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代建构”这一学术视野下进行分析。基于这一视野，

“誓词碑”精神，乃是新中国为实现现代国家建构从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重塑的产物，本身蕴涵

着深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涵。将誓词内容与行为影响结合起来，“誓词碑”精神实质就是 “一心向

党、爱国奉献、团结到底、命运与共”的精神。这一精神完全契合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

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其精神之“魂”就在于“命运共同体”的精神。
那么，“誓词碑”精神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将相关史料、访谈文献、田野资料等深入结合起来，可以

发现在情感性与传统性资源的创造性运用下，又共同凸显了两大逻辑: “情感塑魂”与“盟誓铸魂”。
一是“情感塑魂”逻辑。如果说各民族同源共祖、互为兄弟的族源观念与追求团结凝聚的强大内生

动力，是“誓词碑”精神孕育的历史源流，那么，在历史承续基础上新中国为适应现代国家建构对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的现代建构，则是 “誓词碑”精神孕育的直接驱动力。在建构进路上，除技术型治

理之外，新中国还有一大特色，便是 “情感型治理”的融入。在当时的认同形势下，这种独特的情感型

治理在命运共同体意识建构方面发挥了春风化雨般的独特作用。本文正是抓住情感型治理这一特色，对

“观礼”活动的命运共同体建构意义进行深度分析。从情感型治理视域看，正是由于观礼活动直击人内心

最柔软的东西———情感，观礼代表被真情、被真诚、被温暖所深深感动，因感动所以 “变了一个人似

的”: 由“落泪北上”到“热血沸腾”而归; 因感动所以由摇摆观望、民族隔阂到一心向党、团结到底，

这便是“情感塑魂”逻辑。
二是“盟誓铸魂”逻辑。“情感塑魂”是观礼代表们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得以建构的关键，然也不足以

解释何以“自上而下”建构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被升华为云南各民族的一种 “信仰”? 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

逻辑，也就是“自下而上”的“盟誓铸魂”这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利用逻辑。“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②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与弘扬

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③。正是在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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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塑魂”基础上，进一步对具有神圣象征性意义的盟誓仪式这一传统文化资源赋予其以新的时代内涵并

进行创造性运用，由此推动了对党、对新中国、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决心以 “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的 “信

仰”意义。

二、情感塑魂: “誓词碑”精神的情感型治理逻辑

( 一) “观礼”: 重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目标下的情感型治理运用

一是全面构筑起维护国家疆域安全的坚固 “思想长城”背景下的情感型治理运用。新中国成立后，

首要问题便是疆域安全问题，而当时疆域安全最薄弱的区域又是边疆民族地区，对此，如何解决认同问

题，特别是“传统的认同方式……与更大的国家认同感相抵触”① 的问题，如何把形式上的强制性转化为

边疆民众发自内心的对新政权的拥戴，以及如何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这三大认同问题，则是关乎较之于军

事意义上的国防更为牢固的 “思想长城”。纵观当时辖今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和临沧市沧源县的普洱专

区，世代居住着傣、彝、佤、拉祜、傈僳等 25 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占全区总人口的 70%，而且为边境

要地，一区连三国，国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时国民党残余恰盘踞在中缅边境一带伺机进行反攻、颠覆

与破坏活动; 加之，这一地带分布着众多跨界民族，因自古以来同源同宗、跨国界而居、以及信息闭塞等

原因，这些跨界民族的“国家”意识呈现不同程度的模糊性，且对新生政权多持观望态度。此时，若少

数民族认同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也就不可能解决好。而解决认同问题的一个关键则是争取少数民族

代表人士支持。这些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往往具有突出的 “影响效力”和“联结纽带”意义。② 正是在这样

的背景下，1950 年国庆前夕，党中央决定邀请边疆各少数民族代表到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

庆节观礼活动。以此为契机，走进新中国、了解新中国、感受新中国，从而认同新中国、命运与共建设新

中国。
二是切实支撑起现代国家制度体系全面运行背景下的情感型治理运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筑

牢疆域安全的思想基石，也是赋予现代国家制度以生命力的心理支撑。根据政治文化理论，“政治文化是

一组态度、信仰和情感，它赋予政治过程以秩序和含义。”③ 同样，以整体性与民主性为特性的现代国家

其制度体系的全面运行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作支撑，首当其冲的便是要改造传统政治文化，特别

是推动传统臣民意识向国民意识的现代转型，地域认同向国家认同的转型，等级意识与民族隔阂向平等团

结意识的转型问题。反观当时的普洱专区，政治文化现代转型问题尤为突出。受因俗而治的差异化统治方

式影响，各民族在政治认知上仍处于 “知寨不知国”的状态，在政治制度上还保留着传统等级制度，此

外，民族之间历史隔阂突出，民族内部也因械斗而失和，如佤族因猎人头祭谷这一习俗而导致部落积怨。
显然，这些都对现代国家制度的全面构建造成直接阻碍。而赴京观礼活动与同期开展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工

作，恰一上一下，相辅相成，共同承载了使全新的 “国民”意识生根发芽、使 “中华民族大团结”意识

深入人心的情感纽带意义。
三是充分激发起现代化建设主体力量背景下的情感型治理运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国家统一

之基，民族团结之本，也是如何建设新中国与社会主义新边疆的精神力量之魂。反观当时的普洱专区，经

济发展极为滞后，多种社会形态并存，其中很多民族仍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阶段。在这样的经济基础

与历史起点下要实现“一步千年”，“跨越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更是迫切要求增强中华民族的凝

聚力与向心力以整合强大的边疆建设力量。 “能否提高新的民族共同体的整合程度，关乎民族国家的命

运。”④ 而观礼活动正是被赋予了邀请民族成员亲近新中国、团结起来共同建设新中国的命运共同体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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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在当时全国 158 名观礼代表中，普洱专区代表就达 34 人，占云南代表团总人数的 64. 15%，① 而

且，参观团成员基本上是少数民族代表人士。
( 二) 柔性资源: “观礼”重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型治理机制

观礼前，由于传统族际整合方式在人们心中的思维惯性影响，担心是 “圈套” “怕去了就回不来”，

加之受原始宗教信仰束缚太深，如将“小雀的叫声”理解为“要被砍头的凶兆”，因此，有相当多的代表

对观礼持抵触、怀疑态度。有以“年纪大、疾病缠身”等为推辞的，还有提出“押人质”方同意前往的。
直到经过一番艰苦的动员，终于在 8 月底动员起了傣、佤、拉祜、傈僳等 34 名民族代表参加国庆观礼。
经一路跋山涉水，9 月 30 日到达北京。这一路上，有相当多的代表依然心怀忐忑、甚至是落泪北上。

但是，到达北京之后，特别是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后，观礼代表们紧绷

的弦才终于落下来了，而且一股股暖暖的情意令他们备受鼓舞! 之后，他们又观看了隆重的国庆盛典，更

是精神振奋。10 月 28 日之后，又先后到天津、南京、上海、重庆等地参观，受到了各地党政领导与当地

群众的热烈欢迎，特别是感受到祖国的辽阔强大与大家庭的温暖，更是让他们震撼不已! 汇聚起来，这些

鼓舞、振奋与震撼，将坚定不移跟党走、团结一心建设新中国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这些少数民族代表人士

中历史性地激发了出来。
那么，代表们的思想观念何以会发生如此脱胎换骨般的变化? 从内涵上看，最根本的就是他们看到了

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核心理念、看到了祖国的强大以及人心归聚的大趋势; 从形式上看，则在于

情感型治理的成功运用。而“观礼”正是情感型治理的典范，其通过桥梁纽带、具象化载体与象征性资

源这些形式，以春风化雨般的情感沟通方式，从而逐渐赢得观礼代表内心最深处的认同。其中的 “情感”
“礼仪”“仪式”“红色文化”等柔性资源，正是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建构机制。

一是“以心换心”的“情感”机制。
其一，通过“走下去”“扑下身”的情感交流与“请上来”“交朋友”的情感互动，逐步拉近彼此之

间的心理距离。突出体现在动员过程中将心比心、以心换心、推心置腹，用真心、真情、真诚、耐心、去

“请”、去“求”、去交心、去感化。如为做通拉勐的工作，龚国清毅然决定将儿子留在班箐作人质，如此

等等，方逐步打消横亘在头人心中的重重顾虑与心理防线。其二，通过对人的主体性的充分尊重，架起情

感沟通的“连心桥”。不仅体现在充分尊重民族风俗习惯，而且体现在一切事情和少数民族商量。正是尊

重与平等，一点点地促进了彼此之间的情感交融。其三，领袖魅力的强大感召力、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

以及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则直接促进了心与心之间的深深交融。“毛主席与少数民族代表亲密无间，诚恳

相待，真情相融，善言相商，气魄宏大，天下归心。……让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赠送每人一套黑呢中山装

( 还赠送了衬衣、皮鞋、袜子、毛巾、牙刷、口杯等物品) ，代表们……感到十分温暖。”② 正是祖国大家

庭的温暖与一家亲的浓浓氛围，使观礼代表彻底放下了心中的疑惧，坚定了跟毛主席走、跟党走的信念。
这种心理巨变，直至六十多年后在代表们的口述中仍记忆犹新: “特别是我们见到了毛主席和中央首长，

还和大领导一起吃饭聊天，我们离开阿佤山时的疑惧和戒备心理也都烟消云散了。”其中还特别谈及观礼

代表岩火龙的变化: “刚去时，岩火龙一路上都很少说话，但到北京以后，……变得爱说爱笑爱唱了。在

我们观礼团离别前北京的联欢晚会上，他还执意要求唱一支佤语歌，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③

二是凸显儒家文化的“礼仪”机制。
作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纽带，儒家文化自汉代以来一直在云南边疆地区一脉不断的传承且儒家教

育从未间断过，正是之于这样的文化浸润，使得这些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其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

的熏陶与影响。纵观儒家文化其核心内容就是宗法伦理，重要范畴就是忠与孝，且视礼仪为伦理纲常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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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显然，邀请少数民族代表“观礼”，本身就是一种最高的礼仪。纵观中国历史上，邀请各少数民族代

表和国家党政领导一起共商民族团结大业，这在民族关系史上是旷古未有的。在数千年儒家文化的浸润

下，这一旷古未有的最高礼仪本身就是增进国家认同与情感互动的重要文化纽带。诸如，傣族代表召存信

和末代傣王刀世勋，将一把“金伞”等敬献给毛主席。从文化象征上说，作为西双版纳历代召片领使用

的仪仗之一的镀金大伞，乃是封建领主权力的象征。敬献金伞和贝叶经，是傣家历史上的最高礼仪，具有

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代表了对毛主席的忠诚拥护与对党的坚定认同。
三是激发空前爱国情怀的 “政治仪式”机制。
如果说“情感”“礼仪”机制，让代表们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那么，在 1950 年国庆典礼这

一极其重要的象征性资源的感染浸润下，又进一步让他们看到了祖国的强大、光明的前景与人心归聚的大

趋势。特别是丰富的仪式符号资源与一片欢腾的仪式空间氛围，更是空前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与坚

定跟党走的信念。诸如，《东方红》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等歌曲，

国旗国徽等国家象征符号，以及激动人心的方阵展演等，这些对于人心归聚、精神相依乃是一次 “伟大

凝聚”; 而且，海陆空三军阅兵仪式的强大震撼力与感染欲，又进一步使紧密团结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获得

深深的情感共鸣与升腾。
四是固根铸魂的“红色文化”机制。
如果说“情感”“礼仪”“仪式”资源，这些都是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粘合剂，那么，“红色

文化”则是进一步强化“我们同根”的历史催化剂。各民族的大相聚，本身就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

大团结，切实增进了“我们是一家人”的情感体验; 在此基础上，代表们又先后在北京参观了 “中国人

民解放军战绩图片展览和兵器展览”，在南京“参观了中山陵、瞻仰了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在雨花台听取

了革命烈士用生命换取解放的革命事迹报告”等。① 这些革命文化、革命精神与红色传统所具有的强大感

召力与聚合力，不仅使人的灵魂受到一次次震撼、使精神受到一次次洗礼、使信念得到持续升华; 而且，

还具有催化剂的作用，能唤起与强化我们 “同属中华儿女”的主观认知与思想自觉，使人们自觉凝聚到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旗帜下。
( 三) 认同转换: “观礼”助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塑

一是由地方性认同转向国家认同。观礼代表们从遥远的西南边疆走到祖国的心脏，这一路上四个月的

时间，如同一次漫长的“心灵长征”，跨越的不仅是万里行程，更是千年的 “国家认同心路”。四个月的

行程中，克里斯玛型领袖魅力的强大感召、国庆仪式的强烈震撼、祖国各地的一路参观，给他们带来前所

未有的震撼、感染，与对新中国全新的感性认知: 第一次感受最高的礼仪、至高的诚意与祖国怀抱母亲般

的温暖，第一次见到如此强盛的中国与如此雄伟的军队。之于这些感性认知也直接助推了由认知到认同的

全新觉醒与心理飞跃。经此飞跃，观礼代表们的政治认同历史性、革命性地实现了 “去模糊性”“去地域

性”“去依附性”的全新超越。曾经模糊的、曾经淡薄的 “国”的观念清晰地确立起来，而且，将 “国”
与“民”联系起来的“国民意识”也逐渐生根发芽，且生发出将 “国”的前途命运与社会主义道路紧密

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情怀与责任担当。
二是由头人认同转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如何在传统土司头人认同环境下全面建构起对统一国家政

权的坚定认同，是以整体性为特质的民族国家的基本要求。而观礼活动，恰历史性地创造了一个少数民族

代表面对面接触党的领袖、近距离地感受权力中心、身临其境了解党的政策的情感沟通场域。正是 “以

心换心”的深度情感交融，让他们感受到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极度尊重与真诚，让他们看到一个真正为

人民谋幸福的“人民性”政党的光辉形象，更让他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与光明的前景，从而坚定了铁了

心跟党走的决心。这样的决心在肖子生回忆起当年国庆阅兵仪式场景时的一番话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那

种场面，让我们所有来自祖国边疆各地的少数民族代表看的目瞪口呆。‘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嘹

亮的呼声此起彼伏，在天安门广场久久回荡。看着眼前的情景，我激动得什么都不会说了，只知道不停地

鼓掌、不停地掉泪。没有想到，我们的国家竟然是如此的繁荣、如此的强大，各族团结在一起就像是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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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样的情景、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听过、见过。对毛主席、对党、对祖国的爱也不断在内心升腾。
……大家都在发誓，不管坏人如何挑拨离间，我们都要一心一意永远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走!”①

三是中华民族认同由觉醒走向牢固。历史上，云南各民族与中原各民族不断交流交往交融并走向一

体，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山河，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而促使其中华民族意识转向 “觉醒”
的，正是近代所面临的亡国灭种危机。其中，地处西南边陲的普洱专区各民族共同生发出 “使我国领土

主权得以完整”“夷汉一家亲兄弟”②“宁血流成河，断不作英帝之奴隶，即剩一枪一弩一银一妇一孺，头

颅可断，此心不渝”③ 的强烈呼声，并涌现出班洪抗英斗争、抗日游击战争等一次次同生死共命运的伟大

壮举。如，观礼代表召存信 “曾担任勐捧抗日中队中队长”，拉勐曾在佤山抗英、抗日的十年间屡建新

功，等等。④ 在中华民族意识走向觉醒的基础上，新中国的成立又直接推动了观礼代表的中华民族意识由

觉醒走向牢固。正是在全新的民族国家形态、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关系

下，不仅让观礼代表们体验到焕然一新的一家亲氛围与前所未有的尊重与温暖，也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之中

受全新的公民意识、平等意识、团结意识等现代文明思想的熏陶与洗礼。正是这些氛围、温暖与熏陶，春

风化雨般地激发起他们内心深处 “各民族团结成一家，亲如兄弟姐妹”的一家亲意识，以及充满澎湃激

情的“各族人民心连心，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新边疆”的奋斗意识。⑤

情感作为人类社会的粘合剂，“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到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

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⑥。正是观礼活动中以心换心的情感机制，仪式、红色文化等柔性资

源的强大感召力，让观礼代表们脱胎换骨: 爱国主义情感不断升腾、铁了心跟党走的信念坚定不移、团结

到底的决心坚如磐石。正是铁一般的命运共同体的决心，筑就了“民族团结誓词碑”这一历史丰碑。

三、盟誓铸魂: “誓词碑”精神的传统文化逻辑

1950 年 12 月 26 日，观礼代表们回到普洱。历经四个多月的观礼参观，此时此刻的他们已然热血沸

腾、精神振奋、满怀激情，为表达内心团结一心、坚定不移跟党走的集体决心，他们决定用歃血剽牛、立

碑盟誓的传统习俗，将所有的情感、认同与决心都汇聚到这块 “民族团结誓词碑”中。这块碑的历史性

意义，深刻体现在通过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利用，用传统文化载体自发表达了全新的命运共同体宣言，同

时用独特的盟誓仪式实现了命运共同体意识的 “信仰化”。
( 一) 一心向党、爱国奉献、团结到底、命运与共: “誓词碑”精神实质

观礼代表回普洱的第二天便参加了 “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与会人员包括 “全区 15
个县的 26 个兄弟民族的头人、首领、酋长、代表和地方党政领导 480 人”⑦，并在会议最后一天即 1951 年

1 月 1 日一起歃血盟誓:

“我们二十六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剽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

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⑧

这些歃血为盟的铮铮誓言，实质就是一份表达 “一心向党、爱国奉献、团结到底、命运与共”的

“命运共同体”宣言，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具有永恒的意义。
一是现代性。突出体现在认同内涵历史性地实现了 “去模糊性” “去地域性” “去依附性”的三大

“认同转换”，彰显了无比坚定的中国共产党认同、无比自豪的国家认同与无比团结的中华民族认同。特

别是“从此”二字，集中宣示了我们从此站起来、从此走向一个新中国; 而 “在党的领导下” “团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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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建设大家庭”，又豪情宣示了各民族与中国共产党从此休戚与共、各民族从此团结一心共同建设新

中国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二是历史性。与云南历史上其他会盟碑主要歌颂封建统治阶级或族际间会盟相比， “民族团结誓词

碑”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珍贵革命文物，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是一个一心向党的命运共

同体宣言，对于支撑现代国家建构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三是革命性。不仅体现在政治方向上突出了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而且也体现在民族血性上。盟誓

者不仅用攻坚克难、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守护誓言，也用坚贞不屈的气节与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诠释

“一心向党、至死不渝”的崇高精神境界。
( 二) 信仰: “誓词碑”精神的盟誓仪式象征意义

“誓词碑”精神的深远意义，不仅在于表达了全新的时代内涵，还在于通过剽牛盟誓仪式的创造性运

用，从而推动了认同向“信仰”的转化。当拉勐等观礼代表共同提议用剽牛盟誓的传统习俗来表达与引

领命运与共的决心时，地委书记张钧在主席团会议上这样说道: “要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要讲民族大团

结，要立一块民族团结碑是可以的，但要大家愿意，不搞强迫。谁愿意，到时候谁就参加签名。”①

盟誓仪式的诉诸，乃是基于云南少数民族的盟誓文化传统。据史料记载，盟誓是周礼的一部分，“在

盟誓这一范畴里，‘礼’ ‘仁’ ‘信’三者互为表里，成为孔子的理想的制度建设和人格建设的基本信

条。”② 早在先秦时期，盟誓便是中原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和礼俗，其 “前盟 ( 盟首) 后诅 ( 诅

辞) ”的内容架构起到法律制约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诸葛亮南征西南夷地区时，就曾采用与少

数民族结盟的方式来推动民族团结，如在位于今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的古盟台会盟，据 《元史·地理志》
载: “盟誓于此，因号嵩盟。今州南有土台，盟会处也。”③ 随着中原文化的进入，作为道德准则和伦理规

范体系的盟誓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中广泛兴起并形成一种传统。其中，以 “盟誓”形式反映云南进入中

央王朝管理体系最为典型的当属唐朝与南诏之间的 “贞元会盟”。唐德宗贞元十年 ( 794) ，南诏第六世王

异牟寻与唐朝使者崔佐时订盟，盟约如下: “贞元十年岁次甲戌正月乙亥朔，越五日己卯，云南诏异牟寻

及清平官大军将与剑南西川节度使巡官崔佐时谨诣点苍山北，上请天、地、水三官，五岳四渎及管川谷诸

神灵同请降临，永为证据。……归附汉朝，山河两利”，如有违背，则 “天地神袛共降灾罚，宗嗣殄灭，

部落不安，灾疾臻凑，人户流散，稼穑产畜，悉皆减耗……谨率群官虔诚盟誓，共尅金契，永为誓信。其

誓文一本请剑南节度随表进献，一本藏于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牟寻留诏城内府库，贻诫子孙。伏惟

山川神祗，同鉴诚恳”“贞元十年南诏蒙异牟寻请归附圣唐，愿充内属，盟立誓言，永为西南藩屏。”④ 之

后，宋开宝四年 ( 971) ，大理段氏与滇东三十七部会盟立誓所立的 《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到

明末将领李定国与佤族、傣族“剽牛盟誓”，班洪抗英“剽牛盟誓”，再到 1935 年红军长征途中刘伯承将

军与彝族头人小叶丹的 “彝海会盟”，等等，这些都是历史上以会盟立誓方式表示的团结盟誓。这些盟誓

传统，无不彰显了一种民族血性与风骨。只有大家认定的事情，才会以向神灵立誓的方式表达; 而一旦立

誓，便一诺千金，永不反悔。
回溯 70 年前的剽牛盟誓仪式，可以用锣鼓喧天、惊心动魄、场面震撼、群情鼎沸来形容。当地委书

记张钧宣布剽牛开始，头戴红包头的剽牛手拉勐出现在人们视野，他一边念着祝辞，一边紧握剽枪朝牛头

桩走去。此时的群众已里三层外三层地将牛头桩围的水泄不通。当祝辞念毕，拉勐在寻找下剽的最好时机

时，人们内心无比紧张，整个红场鸦雀无声。当剽口朝上、牛头朝南倒向吉祥 ( 方位) ，拉勐激动的满地

打滚，大喊“我们各民族齐心团结，世世代代跟共产党”⑤ 的时候，整个红场一片沸腾，大喊 “水! 水!”
的欢呼声; 接着，便是“喝咒水”与签字立碑仪式。当时即便敌对势力十分猖獗，全区 15 个县的所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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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都进行了盟誓签名，共计民族代表 48 位。
剽牛成功、喝过咒水、立过碑、发过誓，盟约成立，从此具有神圣的文化象征意义。不仅象征着坚定

不移地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同时也意味着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绝不变心反悔。正如维克多 － 特纳

( Victor Turner) 所指出的，仪式无不在最深的层次上体现了某种价值，人们在仪式中体现了他们最为之感

动的东西。① 这种盟誓方式虽然传统，但彪悍真切，铁一样的决心可见; 虽然原始，但虔诚庄严，所有的

情感、认同与意志都汇聚到仪式之中。通过歃血剽牛盟誓，在表达命运共同体决心的同时，也将这种决心

经仪式的展演、神圣性意义的赋予与演绎，从而融浸到人们的灵魂深处与血液之中，融铸为整个民族心灵

之巅的“信仰”。而命运共同体意识由决心向 “信仰”的升华中，正是通过歃血剽牛盟誓仪式的演绎、感

染与意义赋予实现的。盟誓仪式在抒发情感、震撼人心、凝聚人心的同时，也塑造人心、铸造灵魂，这个

过程就是“盟誓铸魂”的过程。正是通过 “盟誓”这一传统习俗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运用，“誓词碑”
精神所反映的，就不单是誓言本身，更是超脱誓言之上的 “信仰”，包括对党的信仰、对新中国的信仰、
对民族团结的信仰。

四、“誓词碑”精神对于中国式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性意义

在当时国民党残余势力伺机反攻与复杂民族关系这一内忧外患形势下，加之深山峡谷的自然地理环

境，盟誓之后，盟誓者不仅自发走村入寨，播撒信仰; 层层盟誓，坚守信仰; 百折不挠，守护信仰; 而

且，至死不渝，诠释信仰，即便各种生死考验面前始终没有一个人背叛誓言。正是他们的无限忠诚与担

当，使“誓词碑”精神深入云南千家万户、村村寨寨。而 “誓词碑”精神的弘扬，不仅从心理层面切实

支撑起新生政权的巩固，还汇聚起戍边卫国的磅礴力量，并以民族血性锻造出一个强大的命运共同体。
( 一) 走村入寨播撒信仰，助推命运共同体建设

受现代文明熏陶的观礼代表们，回普洱后便掀起了命运共同体的宣讲热潮。不仅通过从区到县的各级

代表大会、头人大会、群众大会，还走入村村寨寨，宣讲他们亲眼所见的新中国的强大辽阔、焕然一新的

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浓浓氛围与党的民族政策。由于头人们的影响力，这些宣讲犹如一场场及时雨，破除了

国民党残匪到处散布的 “共产共妻”等各种谣言; 也犹如一颗颗定心丸，打消了弥漫在群众心中对新政

权的观望顾虑; 亦犹如一缕缕春风，将坚定不移跟党走、命运与共建设新中国的革命信仰播撒在人们心

田。如滞留在缅甸的傣族大土司刀栋庭，便是受“誓词碑”感召从境外率 60 余人选择回归祖国，随后又

有 150 余人陆续从境外回归祖国的怀抱。
( 二) 层层盟誓坚守信仰，促进命运共同体建设

在“誓词碑”精神引领下，盟誓者回到各地还纷纷倡议发起层层盟誓，并订立团结爱国公约。诸如，

李保、拉勐等 6 名观礼代表回到西盟后，便动员佤山 300 多个部落于 1 月 21 日召开了史无前例的 “卡佤

山区各民族团结保家卫国大会”。纵观千百年来，佤山各民族因“砍人头”积怨很深; 如今，在观礼代表

的积极推动下，曾经一盘散沙的民族得以重新聚合起来，而且各民族 3000 多人还以垒石盟誓的 “栽石

头”方式垒起了“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塔”，并立下了“佤山各族人民要像塔里的石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

起，永远听毛主席共产党的话，永远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海枯石烂永不变心”② 的铮铮誓言，由此翻开

了佤山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历史新篇章; 此外，第一个在 “誓词碑”上签名的傣族代表人士召存信回

到车里后，便动员召开全县民族团结誓师大会，吹响了引领西双版纳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新时代号角。
正是在“誓词碑”精神引领下，各地除层层盟誓之外，还纷纷订立 《澜沧县西盟各民族团结保家卫国委

员会宣言》《沧源县第一届各族各界代表会议民族团结公约》《景东县民族团结公约》等团结爱国公约。
( 三) 移风易俗守护信仰，助力命运共同体建设

典型代表是佤族头人拉勐。在赴京观礼中毛主席与拉勐亲切交谈可否以其他方式代替 “砍人头祭谷”
习俗之后，拉勐回到佤山便马不停蹄地对这一习俗来了一场革命。当他去到莫美部落动员的时候，因莫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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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与班箐部落有历史积怨，无论拉勐怎样赔礼似乎都难以化解隔阂，最后莫美头人指着一块一百多斤重

的大石头说: “如果你一个人能把这块石头背回去，我们就不再砍头了。”不曾想，66 岁的拉勐二话不说

便独自背起这块石头，用坚韧、用顽强一步一挪地将这块沉甸甸的大石头背回到有 10 多公里路程的班箐

村，从此换回了两个部落的和谐。① 作为从佤族原始部落走向现代文明的第一人，这位老人的担当、坚韧

与顽强是后人的典范，对于佤山猎人头习俗的终结与命运共同体建设发挥着积极的助推作用。
( 四) 至死不渝诠释信仰，推动命运共同体建设

1951 年抗美援朝进入第二年，国民党残匪便伺机窜犯企图颠覆新政权。面对国民党各种劝降威逼、
残害与生死考验，盟誓者始终用坚贞不屈、至死不渝、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守护神圣誓言。诸如，65 岁

的李保面对敌人的各种酷刑、甚至是 “活埋”这种惨绝人寰的手段，他宁死不屈，无限忠诚党的解放事

业; 再如，19 岁的岩火龙看到养父走向革命的反面，自己又被禁足，深感绝望，于是把乡亲们召集起来

作了最后的告别: “自从见了毛主席，我就铁了心要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毛主席走。”“毛主席叫我们各民

族要团结成一家，亲如兄弟姐妹。……可父亲岩顶听不进我给他讲的话，……他不让我跟共产党走，要我

跟国民党，我答应过毛主席的事，一样也做不了，这样我还活着有什么意思?”接着，岩火龙拿出一包火

柴: “我这里有一包洋火，是毛主席给的。里面有九十九根火柴，一根我也舍不得划，现在我把它分给你

们，一家人一根。”② 乡亲们离开后，岩火龙掏出手枪饮弹自尽了，用年轻的生命表达了一心向党、永不

变心的无限忠诚; 此外，还涌现出宁死不屈守护誓言的拉祜族头人李扎迫，“九次击溃残匪侵扰”而 “获

模范称号”的“澜沧永安区倮黑 ( 拉祜族) 民兵”③，等等。一则誓言，足抵千军万马。正是在信仰的力

量下，各族群众在三年剿匪斗争中，一心一德， “支持普洱边防区人民解放军部队，英勇作战达 250 余

次，歼灭境内外残匪 36 股”④，等等。这些无不是“誓词碑”精神转化为支撑新生政权巩固、支撑边防巩

固、促进命运共同体锻造、促进现代国家建构的生动诠释。

五、结语

通过对“誓词碑”精神的分析可见: “民族团结誓词碑”精神，为观照中国式现代国家建构及其特色

运用提供了一个典型个案与微观场域。一是，直观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国家建构同时蕴涵的 “政权建构”
与“国族建构”双重建构逻辑; 二是，鲜活体现了将 “自上而下”的认同建构与 “自下而上”的认同表

达有机融合起来的双向建构逻辑; 三是，全面呈现了基于自身特色与传统因地制宜地推进现代国家建构的

实践过程。从中，鲜明贯穿了情感型治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利用两大逻辑。其中，“情感塑魂”
是关键，是观礼代表们的命运共同体意识经由以心换心的情感交流、克里斯玛型领袖魅力感召、国庆仪式

的强烈震撼等从而得以建构的关键转折点; 在此基础上，“盟誓铸魂”则是升华，经盟誓习俗的整合与自

下而上的认同表达，将云南各民族对党、对新中国、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决心融铸为 “海枯石烂永不变心”
的信仰，从而推进了认知→认同→信仰的升华。正是在情感型治理基础上进一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

新性发展与创造性利用，不仅以神圣契约方式历史性地建立起全新的 “民”与 “国”之间的直接关联，

还将曾经一盘散沙的民族关系重新凝聚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从而坚实支撑起现代国家政权在边疆地区的一

体化建构。
从中也反映出: 情感型治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运用，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方式，对于现代

国家建构是非常成功的。事实上，除普洱专区外，新中国成立初期，其他民族地区在观礼回来后也纷纷以

民族传统形式订立了“团结爱国公约”。如西康藏族自治区、凉山彝民、川南各族、川西各族、川北平武

藏族、云南蒙自等都订立了团结公约。⑤ 这其中凸显的一个共性就是: 新中国在政权建构基础上，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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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上而下的“情感塑魂”与自下而上的“传统文化筑魂”有机结合，从而成功铸造起各民族与中国共

产党从此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强大命运共同体，并为一个全新的现代国家政治秩

序在边疆地区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心理支撑与宏大的主体性支持。而不管是“政权建构”与 “国族建构”
的现代国家建构双重逻辑，还是情感性与传统性资源的创造性利用，无不凸显了基于本国国情的中国特色

与中国智慧，生动彰显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辟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丰功伟绩。
这个案例也深刻启示我们: 其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政治保证。正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建构现代国家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面向未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必须坚定不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底蕴与突出优势。要深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丰厚的文化滋养与强大的精神动力。其三，

“誓词碑”精神对于命运共同体建设所承载的历史性意义，赋予了其也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宝贵文化遗产”①。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一定要将 “誓词碑”精神代代传承弘扬下去，

用其革命的感召力与聚合力，激发人们 “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坚不可摧的信念; 用其神圣的盟誓

仪式象征，将“一心向党、爱国奉献、团结到底、命运与共”的信仰铸入灵魂，为共圆复兴梦想、共创

复兴伟业注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动力。

The Spirit of“the Stone Tablet Inscribed with the Vow on the National Unity”
in Yunnan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ng a Modern Stat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AO Linyan
( School of Government，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91，China)

Abstract:“The stone tablet inscribed with the vow on the national unity”in Yunnan provides a typical case for observing China’s mod-
ern state build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essence of“the stone tablet inscribed with the vow on the national unity”reveals
the spirit of“always follow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and adhering to the patriotic dedication，the great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a shared destiny”，whose very core is the spirit of the“community with a shared destiny”． This spirit has derived from the
dual logic of“emotion － based spiritual construction”and“spiritual construction relying on the oath of alliance”，while the former is
the key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sense of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destiny embodied in the ritual ceremony，and the latter is the inno-
vative development and creative applic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vow － based ritual in the sublimation process of realizing the common be-
liefs of all the ethnic groups of Yunnan through the top － down enhancement of the sense of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destiny． The
top － down enhancement process for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the bottom － up process of identity expression plus the emotion － based
governance and the creative application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mbodied in the spirit of“the stone tablet inscribed
with the vow on the national unity”have much historic significance to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state and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destiny，a mirror of typical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wisdom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a modern state on the basis
of its actual conditions and tradition．
Key words: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stat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pirit of“the stone tablet inscribed with the vow on the nation-
al unity”; sense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emotion － based spiritual construction; spiritual construction relying on the
oath of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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